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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9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军事冲突以来的新一轮谈判。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因成功斡旋并促成此次谈判而成为世界的亮点。显然，土耳其不仅借此机会向世界展示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积极活跃的姿态，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作为地区大国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自埃尔多安执政后，土耳其的国家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变得越来越有个性，常常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关注的焦点。我们对土耳其应该冷静观察，形成清晰的认知。

1、 土耳其在亚非欧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力

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力量中心。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被迫与战胜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该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北非和中东等拥有丰富资源的领土瓜分殆尽，连近海的诸多岛屿也几乎全部划给希腊，使其只剩下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核心的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后来在国父凯末尔领导的革命下，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避免了彻底亡国的命运，走上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道路。就战略资源而言，土耳其剩下的最重要地缘政治遗产，莫过于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横跨亚欧两洲，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二战后，土耳其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恢复，但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并不鲜明。然而，2014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后，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愈发活跃，外界评价其有“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的野心。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其心理地位一直在欧洲，因此，早在1952年就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欧洲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之一。因此，为进一步融入欧洲，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然而因种种阻碍至今仍然没有成功。奥斯曼帝国曾统治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地区长达六百多年，数百年的融合促使今天的土耳其在人种和生活方式上高度欧洲化。同时，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急需引入大量劳动力，使得欧洲尤其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异常紧密。当时的联邦德国同土耳其签订《招工协议》后，大批量土耳其劳工开始移民德国，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籍劳工总数超过了82.5万，至今土耳其人依然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社群之一。基于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土耳其渴望进一步彻底融入欧洲，并成为欧盟成员国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技术与资金以发展自身经济。

作为特殊地缘政治下的地区性大国，土耳其也深入参与到中东事务中，也一直是中东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方。例如，土耳其积极介入到叙利亚、利比亚的内战中，并参与东地中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争夺。近年来，土耳其逐步缓和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的关系，希望引入海湾地区富裕国家的投资来挽救危机频发的国内经济。即便是在俄乌冲突如火如荼之际，土耳其仍未疏于对中东事务的关注，4月18日它再次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除了与其地缘政治紧密相关的中东地区，土耳其进一步将外交空间拓展至外高加索乃至中亚地区。近年来，埃尔多安频繁操纵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并试图以“突厥民族”的口号加强其对中亚各国的影响力。2021年11月，在土耳其主导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级改组为所谓“突厥国家组织”，强化了土耳其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突厥语国家的利益关联。

除了在欧洲和亚洲方向发力外，土耳其在非洲也不甘于落后。土耳其与非洲的贸易额已经从2003年的54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50亿美元。不仅是在奥斯曼帝国曾统治过的北非地区，土耳其还将其外交空间进一步延伸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2021年10月和12月，土耳其在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先后举办了“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与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深化与非洲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埃尔多安是现任访问非洲次数最多的领导人，就在2022年2月20日至23日，接连访问刚果（金）、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此举连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都无法与之相比。当然，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战略定位较为清晰，并无意直接挑战中美俄及欧盟在非洲的地位。埃尔多安将目光投至非洲更多还是经济利益考量。以航空业为例，作为土耳其航空最大基地的伊斯坦布尔，近年正与迪拜、多哈等地竞争作为辐射非洲大陆的世界航空枢纽地位。

土耳其不仅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也广泛利用宗教的影响力开展外交活动。土耳其虽然在法律上定义为世俗化国家，但土耳其绝大数人口都为穆斯林，以蓝色大清真寺为代表的各类大小清真寺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埃尔多安执政后，伊斯兰教在政治和生活中渐浓。甚至2020年7月还通过法律形式，废除了1934年内阁会议做出的将圣索菲亚清真寺改为博物馆的决定，将其重新改回清真寺。从历史上看，索菲亚大教堂是537年完工的东正教主教堂，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改为清真寺，1934年改为博物馆，198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可见，埃尔多安将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功能改变，显然具有深层的战略考虑。事实上，宗教事务委员会是土耳其的一个核心宗教和政治机构，近年来，在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土耳其宗教委员会通过资助国外清真寺建设工程和伊玛目的培训与派遣，施加对穆斯林社群的影响力。借助伊斯兰外交，土耳其和地区内其他大国如沙特和伊朗等争夺在穆斯林国家的话语权。

2、 国内外因素制约土耳其的战略拓展

虽然埃尔多安在国际上利用大国间的间隙纵横捭阖、四面出击，以巩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乃至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的影响力，但其仍面临着国内、国外多方面因素的掣肘，令土耳其难有质的突破。

首先，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经济发展止步不前。据报道，2022年2月土耳其平均房价上涨 96.4%，房价年涨幅创下历史新高，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涨幅更是达到了106.3%。同时，自2021年以来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超过50%，使民众生活成本进一步升高。土耳其高度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货币贬值很大程度降低了投资吸引力，更无法提供足够国力支撑其进行冒进式的战略扩张。此外，不同于伊朗经历过世俗化失败从而再宗教化的过程，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世俗化更为彻底。除了内陆高原贫困地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外，其沿海地区民众生活已经长时间高度世俗化，且土耳其军队是世俗化进程的捍卫者。因此，即使埃尔多安有心恢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也难有社会基础进行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这也决定了埃尔多安在制定决策时，依然要受到国内政治和民意因素的牵制，不至于出现根本的政策转向。实际上，埃尔多安往往是利用在国际政治中的突破，来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诉求，从而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视线。然而，经济压力却实实在在传导至民众的生活至上，国内经济问题不解决，长此以往，即便是现有国际政治上的一些做法也极有可能受到质疑。

其次，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欧洲和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土耳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对立和猜忌的情绪，使土耳其难以真正被欧洲所接纳，让其加入欧盟的计划可能遥遥无期。因为，近些年来，穆斯林大量进入欧洲国家所引发的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等各类问题，已使一些国家开始保持警惕。尤其是，鉴于土耳其的人口数量和军事力量，一旦加入欧盟，必然会引发法国和德国对欧盟中领导地位会受到冲击的担心，甚至产生土耳其会对欧洲现有政治格局造成重塑的忧虑。此外，透过本次法国大选可以看出，欧洲的极右派政党和有关思潮正在崛起，由中东难民等问题带来的社会冲突使得欧洲正变得愈发排外，这样的民意现实也将使土耳其加入欧盟更加艰难。

再者，土耳其与周边国家也常有龃龉，和沙特、埃及、亚美尼亚等邻国仍有悬而未决的政治摩擦。就地缘政治而言，土耳其是中东的一部分，也是一股重要力量。虽然，目前中东地区已大致基本形成了以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为首的三足鼎立局面，但是，作为传统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中心的沙特和伊朗，不会允许土耳其在中东区域内一家独大，更何况土耳其在文化和民族上与中东的主体阿拉伯人（即便是与波斯人）有着本质差异。至于在稍远一点的中亚方面，尚且不论经过数百年欧洲化的土耳其强行认“突厥祖先”有多少科学依据，即便是与土耳其在黑海等战略要地有着数百年冲突的俄罗斯，也不会让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被土耳其所染指。俄罗斯国内同样存在着少数民族和极端宗教势力等问题，中亚的稳定对俄罗斯的大后方安全至关重要。此外，土耳其曾借用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影响力，对中国新疆问题颇有微词，也不过是想在双边关系中能有更多话语权，以在经济贸易方面获得有利筹码。土耳其深知自身与西方社会仍然有着难以打破的隔阂，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必须与中国及俄罗斯加强合作。

至少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尽管土耳其欲借国际大变局的浑沌时期有所作为，尤其是，其传统的历史记忆使其萌发出作为具有重大影响力区域大国的战略意愿，并伴随着众多实践。但很显然，鉴于其实际能力，这种三面发力、四面出击的做法，使其面临着众多的战略制约，给其梦想实现带来众多挑战，前路坎坷是显而易见的。

3、 中国需客观理性看待土耳其等区域大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常常提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更是加快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分裂与重塑，区域化正取代全球化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位于西亚的土耳其，与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印尼等一样，都是所在地缘政治区域的主导政治力量，也是所在地区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西方划分世界的产物，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诸如土耳其之类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能够超越现有的物理国境线。因此，我们应当将这样的国家放在更宽广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仔细研究、分析和判断它与周围国家的互动、冲突和融合。

理性地看，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和话语体系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和先发优势，很多信息都充满着美西方观点，这就使得我们对土耳其等国的国别研究时难免会受到干扰，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乃至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均是基于中美关系等大国关系下的分支。而这样的认知显然并不够准确至少是不够精准，尤其时在世界政治逐渐走向分裂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影响力也今非昔比。因此，我们应调整传统思维，对土耳其这样的区域大国形成独立判断，进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美国作为以殖民地为起点的国家，并无深厚的历史底蕴可以挖掘，只能诉求于“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等标签等作为盟友间的粘合剂。美国对于不服从其游戏规则的国家，则常常以“邪恶轴心”等侮辱性字眼进行诋毁攻击。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两国的合作源远流长，例如土耳其的番红花城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数百年后，土耳其仍选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次成为亚欧大陆上的重要一站。中国和土耳其在地理上从未接壤过，也没有本质的地缘政治冲突。土耳其自身战略定位仍基于区域大国框架内，中土未来可以通过开放、理性的战略模式，展开文明型国家间对话，力争以此替代美国殖民地传统性质的“征服、消灭或同化”式战略。中土间关系更应客观地看待彼此的发展诉求，从而排除国际极端政治事件或西方炮制的子虚乌有事件的干扰。

总而言之，尽管土耳其近年来在国际政治中非常活跃，但并没有欲与中美俄等平起平坐而成为世界级大国的野心。土耳其更多是在区域大国的定位上有所拓展，以获取油气等战略资源和经济利益，改变国内经济颓势。埃尔多安本人也是寄希望于在国际政治中能有所作为，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为2023年6月的下一届总统大选做好准备。
